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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解释水平理论，通过对 503 份三时点领导员工上下级配对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员工的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如何通过提高员工解释水平从而促进其建言行为，并进一步验证了任务多样性的调

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于员工建言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解释水平在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建言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任务多样性正向调节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知通过

解释水平积极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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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是指企业超越公司及其股东的直接利益，推

动或默许提高社会效益的政策与行动[1]。在新的

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组织自愿将环境

问题和社会问题纳入其业务运营中[2]。这不仅使

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范围内更受重视[3]，同时也

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现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开始从制度

和组织层面扩展到员工的微观层面[4−5]。作为企

业社会责任的实施者，员工为履行企业道德和

可持续发展承诺作出了重大贡献[6]。现有关于微

观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聚焦于员工的企业社会

责任感知对其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4, 7]。

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指的是员工感知到的企

业支持相关社会活动的程度[8]。现有对于员工感

知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描绘了一幅员工感知的

企业社会责任如何促进员工的积极态度和行为

的画卷[5, 7]。员工对于 CSR 的认知机制是现有微

观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就员

工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认知过程而言，现

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员工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构

建[9]、企业社会责任因果归因[10]、企业社会责任

道德构建等方面[11]。这些研究将员工视为企业社

会责任信息的接受者，并在个人对企业社会责任

举措判断的认知内容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7]，但

也忽略了员工的认知表征将如何受到企业社会

责任的影响，同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引发员

工不同的认知和判断模式的深入探究较为缺乏。

这可能阻碍我们进一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感知

对于员工态度和行为影响的机制。根据解释水平

理论，个体根据其对目标和活动的解释而不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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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或活动本身做出决策[12]。解释水平是指个体因

目标刺激产生的心理表征、评价和预测[12]。解释

水平理论不仅可以为个体提供对信息加工的分

析，同时可以进一步解释引发人们不同判断模式

的原因[13]。因此，为了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研

究从解释水平理论视角进一步探究企业社会责

任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 

    员工建言行为可以促使组织及时发现问

题，唤醒企业内部创造力，有助于组织健康高

效地可持续发展[14]，从而引发学者越来越多的

关注。现有研究从情感与认知内容视角对员工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的探

究作出了突出贡献[15−16]，但忽略了从认知表征的

视角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建言行为的作用

机制。 

    解释水平理论特别适用于揭示员工感知的

企业社会责任与建言行为的关系，其原因有二：

第一，解释水平是个体对相关环境需求的一种功

能性回应[17]。现有的研究表明工作场所的社会环

境和活动类型会影响员工的认知表征[18]。由于组

织情境中的建言行为是目标导向的，因此，员工

解释水平对于组织环境功能性回应的特征使其

更适合解释员工在组织环境中(例如较高水平的

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的行为[19]，尤其是高度导向型

的员工建言行为。第二，解释水平可以影响个体

的社会行为，如沟通行为和建言行为[19]。先前的

研究也从解释水平理论视角探讨了组织沟通对

于员工的重要影响[20]。更为重要的是员工的解释

水平对其建言框架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21]，因

此，本研究认为解释水平理论有助于我们从认知

表征的视角更加深入了解组织环境对员工建言

行为的影响机制。 

    心理距离与解释水平的相互影响是解释水

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更长远的心理距离会激活个

体更高的解释水平。时间距离作为心理距离的重

要构成部分，更长的时间距离可以帮助个体形成

更高的解释水平[22]。另外，在个体的认知过程

中，整体加工(global processing)方式是个体聚焦

“整体”而非“局部”的情境信息，更高水平的

整体加工也会诱发更长的心理距离线索(时间距

离线索、空间距离线索、社会距离线索、假设距

离线索)，从而导致个体更高的解释水平[23]。企业

社会责任的特点之一是关注组织和社会长期可

持续发展[24]，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促进整体社会福

祉[25]。因此，员工更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可

能有助于员工体验更长的时间距离，同时更多地

激活员工整体加工方式，使个体感知到更长远的

心理距离，从而促进个体解释水平的提升。 

    同时，认知表征在个体记忆中的构建和组织

方式对个体在工作场所的认知活动，例如问题解

决、知识迁移和学习等有很大影响[19]。本研究认

为员工更高层次的解释水平会促进员工的建言

行为。个体更高层次的解释水平与其抽象心理

表征的建构有关，导致个体更加关注目标的中

心特征[26]。解释水平理论认为，具有更高解释

水平的个体会更加关注事件的中心、恒定和本质

的特征[22]。当员工在企业活动中遇到相关问题

时，更高的解释水平会帮助其将问题与更广泛、

更遥远的目标联系起来，并有助于突出这些问题

与当下情境的相关性[27]，这将促进员工建言能力

的提升。同时，更高的解释水平会促使个体表现

出更低的损失规避 [28]和更高的价值−行为一致

性，更容易使个体从其行为中获得意义[29]，这将

有助于增强员工的建言动机。基于此，本研究认

为员工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激发的更高层

次的解释水平会进一步促进员工的建言行为。 

    现有关于解释水平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个体

的心理表征与外部刺激之间的“解释契合”

(construal-fit)可以增强外部刺激对个体结果的影

响[30]。先前的研究表明，企业环境中的任务特

征会影响员工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31]。一

方面，更多样性的任务能拓展员工个体工作活

动的广度，使员工扮演更多工作角色[32]，从而

激活了员工更高水平的整体加工方式；另一方

面，更高水平的任务多样性要求个体在不同的工

作角色中更频繁地切换[33]，需要个体从长远的视

角对其工作资源进行优化分配，从而引发个体

更多深思熟虑的认知过程[33]，这可以愈发提升个

体对于时间距离的感知。因此，更高的任务多样

性很可能会使员工产生更为抽象的心理表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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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企业社会责任感知的“解释契合”，进而提

高员工的解释水平。本研究认为，更高的任务多

样性可能增强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员工工

作解释水平的正向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员工的

建言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解释水平理论的角度探

讨员工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以及任务多样性对

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其中，较高水平的任务多

样性强化了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解释水平

之间的正向关系，从而可以进一步增强员工的

建言行为。本研究通过探究解释水平在员工企业

社会责任感知与建言行为中的中介作用，从认知

表征的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如何影响员工

建言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见解。同时通过揭示

任务多样性在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解释

水平关系中的正向调节作用，拓展并丰富了现

有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个体影响的边界效应的

研究。 

 

二、理论背景与假设推演 
 

    (一) 解释水平理论 

    解释水平是个体对事物认知的抽象程度

的反映 [22]，具有较高解释水平的个体倾向于关注

事件的中心、恒定特征，形成相对去语境化的图

式表征。相比之下，具有较低解释水平的个体更

倾向于关注事件的从属、偶然特征，形成情境化

的、具体的、详细的图式表征[34]。 

    解释水平理论的核心命题阐述了心理距离

与个体解释水平之间的关系[22]，表明不同维度的

心理距离会影响个体的解释水平。特别是，更远

的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假设距离有

助于个体形成更高的解释水平[22]。同时，更高

水平的整体加工方式会导致更远的时间距离、

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假设距离，从而进一步提

升个体的解释水平[23]。个体的解释水平会指导个

体对遥远未来事件做出预测和评估，进而影响

个体的行为[22, 35]。例如，更高的解释水平可以帮

助个体连接到更广泛、更遥远的目标[27]，并重视

长期利益[27]。 

    (二)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员工建言行为 

    建言行为不仅是一种主动的、具有挑战性的

角色外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具有一定风险性的组

织建设行为[36]。现有研究表明，个体只有在认为

建言行为是有效并且是低风险的情况下，才会具

有更多的建言行为[36]。 

    一方面，具有更高企业社会责任感知的员工

更能深刻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是考虑了所有利

益相关者期望的组织行为[1]，了解企业社会责任

是致力于通过达成共识来解决问题，考虑所有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是忽视或剥夺任何利益相

关者的权利[37]。员工的动机是通过观察社会环境

来学习和塑造的[38]。通过观察与企业社会责任相

关的环境，具有更高企业责任感知的员工更可能

从公司的整体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更

多地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福利[39]。

在这种考虑各个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环境中，员工

认为自己的这种超越工作角色的建言行为是公

司所提倡并会受到重视的。以往研究表明，建言

行为被重视的程度以及有效性会很大程度上影

响员工最终的建言行为[36]。 

    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致力于保护员工的

利益，提高员工的幸福感[40]。当员工对企业社会

责任的感知程度越高时，他们更容易接收企业释

放的关注自身利益、维护自身权利的信号，感受

到更多的组织支持和组织信任[40]，认为可以在这

样的组织中自由地表达真实的自我。建言行为是

具有一定风险的组织建设性行为，因此，具有更

高企业社会责任感知的员工可以自由地表达自

己的真实想法，并寻求更多的建言机会，以便为

组织做出贡献[41]。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社会责任感知正向影响员工的建言

行为。 

    (三) 解释水平的中介作用 

    解释水平理论认为，解释水平是个体解码和

编码信息的方式。个体根据对物体和活动的理

解做出决策，而不是根据实际的物体或活动本

身[22]。鉴于组织行为通常是目标导向的，解释水

平对于组织环境的适应性方面高度适用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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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环境中的行为[19]。本研究认为解释水平可能

在员工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建言行为之间发

挥部分中介作用。 

    首先，具有更高企业社会感知的员工更有可

能接收到企业社会责任传递的可持续和长期发

展的理念，这可能促使员工经历更长远的时间距

离，形成更高的解释水平。企业社会责任被视为

公司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42]，包括环境可持续性

的实践和对公司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关注[43]。具有

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的员工更能感知到企

业不仅关注企业和社会当前的发展，更加强调从

未来发展的长远角度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最大化[44]，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更高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的员工更有可能关注未来的

可持续发展。解释水平理论认为，在心理上代表

遥远的未来事件会导致人们体验更远的时间距

离[35, 19]，而更远的心理距离会在更高的抽象层次

上被表现出来[35]。在思考未来活动时增加员工的

时间距离体验，个体可能会使用更高层次的解释

水平来表征遥远的未来，即更长期的事情会触发

个体更高的解释水平[19, 22]。因此，企业社会责任

感知越高的员工越有可能体验到较远的时间距

离，从而形成较高的解释水平。 

    其次，员工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有可能

激发其更多的整体加工范式，这可能有助于员工

形成更高的解释水平。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思

想是公司应该对环境和社会承担更广泛的道德

和社会责任，其最明显和独有的特征是专注于

增加整体社会福祉[25]。因此，具有高企业社会

责任水平的组织通常会形成利他主义工作环

境，在这种利他主义的环境下，具有更高企业

社会责任感知的员工更有可能为更大的共同目

标——社会整体福祉而工作[45]，从而进一步拓宽

员工的认知视野，形成更全局的认识范围。因

此，具有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的员工会进

行更多的整体加工，从而导致其具有更高的解释

水平[23]。 

    最后，更高的解释水平可以增强员工的建言

能力和建言动机，从而促进员工建言行为。员工

建言作为一种角色外的主动行为，与个体感知建

言的能力、建言对于个体和组织的意义以及建言

风险性息息相关[36]。一方面，更高的解释水平使

个体形成相对去语境化的图式表征，使个体更加

倾向于关注事件的中心、恒定特征[22]，同时高层

次的解释水平可以扩展个体的心理视野；它有助

于将个体将问题与更广泛、更遥远的目标联系起

来，并突出问题与当下实际情境的相关性[27]，这

会促使个体结合组织整体目标对建言问题进行

更深入的思考，从而提升自己的建言能力。另一

方面，由于建言员工可能会被认为是挑剔者，受

到同事的报复，因此，建言行为也是一种具有一

定风险的组织建设性行为[46]。现有关于解释水平

的研究表明，具有更高的解释水平的个体表现

出更低的损失规避，更愿意承担损失带给自己

的风险[46]。同时，具有更高解释水平的个体更倾

向于从他们的行为中获得意义，表现出更多的价

值−行为一致性[29]。因此，我们认为具有更高解

释水平的个体更有可能较少考虑建言行为带给

个体的风险，更多考虑通过建言这一行为带给个

体和组织的意义，从而积极参与建言行为。 

    综上，我们可以得知，员工更高的企业社会

责任感知不仅能使员工体验更长远的时间距离，

还能激活员工更高水平的整体加工方式，从而进

一步提升员工的解释水平。而员工更高的解释水

平会进一步提升其建言能力并促进其建言动机，

从而激发建言行为的产生。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解释水平在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员

工建言行为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四) 任务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尽管员工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可以提

升员工的解释水平，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的任务特

征下可能存在差异。现有研究表明，不同的任务

特征会对员工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的作用机制

产生不同影响[31]。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任务多

样性这一任务特征可能影响员工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认知机制。“解释契合(construal-fit)”是指

外部刺激与个体心理表征状态之间的契合[30]。本

研究从解释水平理论视角出发，基于“解释契合”

论点，提出在较高水平的任务多样性下，员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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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其解释水平有更为积

极的影响。 

先前的研究表明，“解释契合”的情境会进

一步加强员工积极的行为和态度。例如，现有研

究发现，当领导者的沟通方式与组织中的等级距

离产生“解释契合”时(在更高等级距离的组织中

采用抽象沟通的方式)，追随者对领导和组织的心

理投入会进一步增加[20]。先前的研究还表明，语

句抽象性与个体思维模式的抽象性之间的“解

释契合”越多，个体越会判断语句为真[47]。任

务多样性是指“一项工作任务在完成时需要各种

不同活动的程度” [48]。一方面，更高水平的任务

多样性涉及不同任务之间更频繁的切换[33]。因

此，与低任务多样性的员工依靠直觉和自动的认

知过程相比[49]，较高水平的任务多样性使员工参

与更丰富的工作任务转换，这会产生工作的不流

畅性，从而要求个体从长远角度深思熟虑现有工

作策略[49]。这导致员工从长期角度出发思考，从

而对短期利益更加警惕[50]，进一步增加了个体较

长远的时间距离的体验。根据解释水平理论，更

长的时间距离会导致更高的解释水平，因此，这

与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导致的个体更高的

解释水平形成了高水平的“解释契合”。 

    从整体加工方式的角度来看，任务多样性

可以使员工接触更多工作内容，扮演更多的工

作角色[51]，从而增加了员工的整体加工认知，来

自企业社会责任和任务多样性更高的整体加工

同样会产生“解释契合”，从而进一步加强社会

责任感知与解释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与较低

层次的任务多样性相比，高层次的任务多样性

增加了员工参与活动的广度[52]，使员工的工作

内容突破了单一的限制，接触不同的工作对象

并扮演不同的角色。与员工只专注于自己的单一

工作任务相比，更高层次的任务要求员工平衡不

同的角色[51]，使他们从更广泛的心理表征中更综

合、更全面地审视自己的工作。因此，更多的

任务多样性会促进员工更多工作角色的桥接和

重叠，而不是专注于单一的工作角色领域，从而

扩大了个体的视野，有助于他们形成更全局的知

觉加工方式[53]，促进个体形成更高的解释水平，

而这也同样与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影响下

的员工高解释水平形成“解释契合”。根据先前

的研究，更高的“解释契合”会进一步提升员工

的解释水平，从而更加积极地促进员工建言行为

的产生。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任务多样性正向调节了企业社会责任感

知对解释水平的积极影响，在更高水平的任务多

样性环境中，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员工解释水平

的正向关系更强。 

    结合上述假设，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一个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其中更高水平的任务多样性增强

了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解释水平的正向关

系，从而进一步促进员工的建言行为。具体而言，

根据解释水平理论，在更高水平的任务多样性中

的员工，会进一步加强由企业社会责任引起的个

体对于更远时间距离和更高水平的全局知觉加

工方式的体验，形成更高水平的“解释契合”，

这对其解释水平的积极影响会进一步增强；而个

体更高解释水平会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建言水平

与建言动机，从而促进员工建言行为，即解释水

平的中介作用随任务多样性的高低而产生不同

影响。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综合的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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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任务多样性正向调节了员工企业社会责

任感知通过提升其解释水平积极影响其建言行

为的间接效应，在更高的任务多样性水平下具有

更强的间接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收集与流程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采用上下级配对的三时

点的纸笔问卷对参与的被试进行调研。每个时点

间隔两个月进行数据收集。在收集时点 1 数据之

前，为每个员工及其领导分配了一个唯一的标识

号，以匹配他们在三个时点上的响应。研究小组

现场发放和收集问卷。在时点 1 调研中，我们向

925 名员工发放问卷，收集了员工的人口统计信

息，并测量了其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和任务多样

性；共回收 783 份问卷，回收率为 84.65%。在时

点 2 调研中，我们邀请完成时点 1 的 783 名员工

参与第二份问卷的调研，测量他们的解释水平；

652 名员工回复了问卷，回复率为 83.27%。在时

点 3 调研中，本研究向完成了时点 2 的员工的上

级发放了问卷，请求其评价下级的建言行为，其

中回收到完整的 184 名上级评价下级的建言行为

问卷 503 份(回复率为 77.14%)。其中下级员工平

均年龄为 34.85 岁，上级人员平均年龄为 41.23

岁，在参与者中，61%的下级员工具有本科及以

上的学历，69%的上级人员具有本科及以上的

学历。 

    (二) 变量测量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时点 1)：采用五项“企业

社会责任量表”[54]来衡量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

感知。其中题目之一是“我们的企业为慈善机构

提供了足够的捐款”。在本研究中，员工企业社

会责任感知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73。 

    任务多样性(时点 1)：使用 Morgeson 和

Humphrey[55]开发的任务多样性量表来测量任务

多样性。其中一个例题是“这项工作包括做许多

不同的事情”。本研究任务多样性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87。 

    解释水平(时点 2)：使用 Reyt 和 Wiesenfeld[53]

开发的基于工作的解释水平量表中的 9 个因子载

荷最高的项目来衡量员工的解释水平。对于每个

项目，参与者阅读工作活动的描述，并被要求想

象他们正在执行该活动。然后，他们被要求用一

个6分制的量表来描述他们将如何完成这项活动。

评价得分从1分到6分反映了员工由低到高的解释

水平。例如，对于“参加会议”，两个相反的描述

是出席会议并保持注意力(低解释水平，得分为

1)和保持知识更新(高解释水平，得分为 6)。在本

研究中，解释水平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71。 

    建言行为(时点 3)：本研究使用 Van Dyne 等

开发的领导评价下属建言行为量表[56]，请领导对

员工的建言行为进行评价。其中题目之一是“该

下属会就影响工作团队的问题，形成并提出建

议”。在本研究中，员工建言行为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92。 

    控制变量(时点 1)：先前的研究表明，相较个

体回想起自己较低权力经历，当个体回想起自己

较高权力的经历时其解释水平会提升[57]，同时

现有研究表明，个体的解释水平与年龄成负相

关[58]，并且探索性学习会促进个体的解释水平的

提升[53]，因此，我们遵循 Reyt 和 Wiesenfeld[53]

的研究，将员工的职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作为

控制变量。将工作职位从非管理职位级别到高级

管理级别编码为 1～4。受教育程度也被编码为

1(高中及以下)到 4(硕士及以上)。 

 

四、实证分析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虽然已经采用上下级配对的三时点的数据

来尽量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给本研究带来的误差，

但本研究仍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对共同方法

偏差进行进一步分析。统计结果表明，最大因子

的方差贡献率仅为 19.01%，远低于 40%的经验临

界值，因此，就单因素检验的结果来看，本研究

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使用 CFA 对员工感知到的企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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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知、任务多样性、解释水平和建言行为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表 1 所示的 CFA 结果表

明，四因子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χ2=579.70，df= 

246，CFI=0.93，TLI=0.92，RMSEA=0.05)，且拟

合效果显著优于三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和单因

子模型。 

    (三)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显示了研究变量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

相关性。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员工的解释

水平正相关(r=0.16，p＜0.001)，与员工的建言行

为也呈正相关(r=0.15，p＜0.01)。 同时，员工的

解释水平与建言行为呈正相关(r=0.11，p＜0.05)。

结果初步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四) 假设检验 

    假设 1 提出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员

工建言行为正相关。我们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检

验假设 1，表明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较高

的建言行为显著相关(B=0.20，p＜0.001，95%CI= 

[0.09, 0.32]，支持假设 1。同时使用 SPSS26.0 与 

PROCESS 程序对假设 2-4 进行检验。表 3 显示了

对假设 2-4 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在假设 2 中员

工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通过提高员工解释

水平从而积极促进员工建言。表 3 中模型 1 显示，

积极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员工解释水平呈正相

关(模型 1，B=0.17，p＜0.001，95%CI=[0.07, 

0.27])，由模型 2 可知，员工解释水平与建言行为

呈显著正相关(模型 2，B=0.11，p＜0.05，95%CI= 

[0.01, 0.21])，同时，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表明，

解释水平在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和建言行为

之间的间接中介效应也显著(间接影响效应=0.02，

95%CI=[0.01, 0.04])。因此，假设 2 得到支持。 

    在对假设 3 的验证中，如模型 3 所示，员工

的性别对于员工的建言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模型

3，B=0.04，p=0.07，95%CI=[−0.03, 0.01])，同时，

员工的年龄对于员工的建言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 3，B=0.01，p=0.09，95%CI=[−0.01, 0.02])。

与此相反，员工的受教育程度与员工的建言显著

正相关(模型 3，B=0.19，p＜0.001，95%CI=[0.08,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503) 

因子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CFI TLI 

四因子模型 

(CSR, CL, TSV, VOI) 
579.70 246 2.36 0.05 0.93 0.92 

三因子模型 

(CSR, CL+TSV, VOI) 
1041.40 249 4.18 0.08 0.82 0.80 

二因子模型 

(CSR+VOI, CL+TSV) 
1527.29 251 6.09 0.10 0.71 0.69 

一因子模型 

(CSR+VOI+CL+TSV) 
2500.17 252 9.92 0.13 0.45 0.51 

注：CSR=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CL=解释水平；TSV=任务多样性；VOI=员工建言行为。 

 
表 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N=503)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年龄 34.85 8.36       

受教育程度 2.53 0.83   −0.42***      

职位 1.46 0.50   0.17***   0.12**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 5.70 0.72 0.07 −0.05 0.01    

任务多样性 4.12 0.63 0.08  0.12**   0.21*** 0.31***   

解释水平 3.98 0.81 0.07 −0.1* 0.04 0.16*** 0.07  

员工建言 5.15 0.95 0.06  0.13**   0.17*** 0.15**   0.19*** 0.11*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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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N=503) 

变量 

解释水平 解释水平  员工建言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SE B SE  B SE 

性别 −0.03 0.04 −0.03 0.04  0.04 0.05 

年龄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受教育程度 −0.09 0.05 −0.09 0.05    0.19*** 0.06 

职位 0.09 0.07 0.08 0.07   0.24** 0.09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   0.17*** 0.05  0.15** 0.05   0.19** 0.06 

解释水平      0.11* 0.05 

任务多样性   0.04 0.06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任务多样性    0.21** 0.08    

员工建言        

R2 0.04 0.05  0.08 

F  4.67**   4.51***    8.62***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0.31])，同样，员工的职位与员工的建言行为也呈

现显著正相关(模型 3，B=0.24，p＜0.01，95%CI= 

[0.04, 0.38])。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感

知与任务多样性对员工解释水平的交互作用显

著(模型 3，B=0.21，p＜0.01，95%CI=[0.06, 0.36])。

如图 2 所示，在更高的任务多样性情境下，企业

社会责任感知与解释水平之间的关系显著正相

关(高于平均值 1 个标准差，Bsimple=0.29，95%CI= 

[0.15, 0.43]，p＜0.001)，但在更低的任务多样性

情境下，差异不显著(低于平均值 1 个标准差，

Bsimple=0.02，95%CI=[−0.12, 0.13]， p=0.8)，因此，

假设 3 得到支持。 

    通过对本研究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

果表明，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通过解释水平对

员工建言行为的间接影响在较高水平的任务多样 
 

 

图 2  任务多样性的调节效应 

性的环境下呈显著正向(间接影响=0.03，95%CI= 

[0.01, 0.04])，而在较低水平的任务多样性的环境

下不显著(间接影响=0.001，95%CI=[−0.01, 0.02])。

有调节的中介指数为 0.023(95%CI=[0.01, 0.05])。

因此，假设 4 得到支持。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基于解释水平理论[22]，我们研究了员工企业

社会责任感知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及潜在作用机

制。研究发现，员工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通

过提升员工的解释水平从而促进其建言行为，任

务多样性正向调节了解释水平在员工企业社会

责任感知与建言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二) 理论意义 

第一，本研究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建言行

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先前关于员工感知

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建言行为关系的研究。在微观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员

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如何促进积极的员工态

度和员工行为[5, 7, 10]，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与

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一直是微观企业社会责任

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16]。而建言行为作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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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学者关注，已

有研究从社会交换理论[16]、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

理论[15]等视角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建

言行为具有促进作用。本研究通过对三时点上

下级数据的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员工积极

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于员工建言行为的促进

作用，丰富了现有企业社会责任与建言行为关系

的研究。 

第二，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员工感知的企业社

会责任对员工个体层面影响的研究，同时为微观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以往有

关企业社会责任后效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员工情

感、行为等认知内容方面(例如员工创新行为[59]、

企业社会责任归因[10])，对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塑造

员工认知表征的关注较少。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

解释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发现丰富和拓展

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个体认知表征影响的研究。同

时，本文也为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行为作用机制

的探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并为解释水平理论

提供了实证支持。以往的研究多从社会交换理

论、社会认同理论、基本心理需求理论、归因理

论、公平理论等视角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微观作

用机制[5, 7, 60]，本研究率先运用解释水平理论考察

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个体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揭

示了解释水平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个体建言关系

中的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从认知表征的视角

为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提

供了新的启示。 

    第三，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建言行为的前因因

素，也为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

研究视角。现有对于建言行为前因因素的探究

大多集中在组织因素、团队因素和个人因素等

方面[61−62]。在组织因素方面，现有的研究探究了

管理开放程度[63]等组织因素对于建言行为的影

响；在团队因素方面，现有研究探讨了领导类型

如道德型领导[64]等对于建言行为的影响以及领

导成员交换关系、权力距离等其他团队因素对员

工建言行为的影响[62]；在个人因素层面，建言的

前因研究包括个体的建言效能感[65]等对员工建

言行为的影响，本研究表明个体更高层次的解释

水平也能积极促进个体建言行为，从认知表征的

视角丰富了对建言行为在个体层面的前因探究。

更为重要的是现有对于建言行为的研究主要从

人际风险视角(如计划行为理论，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等)、责任义务视角(如社会交

换理论、角色认知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等)和价

值信念视角(如角色榜样模型、调节焦点模型、自

我效能模型)分析了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理论机

制[61]，但却尚未从认知表征的视角对员工的建言

行为进行研究。本研究从解释水平理论视角验证

了员工解释水平对其建言行为的促进机制，将解

释水平理论引入建言行为研究中，填补了从认知

表征的视角研究员工的建言行为的不足。 

    第四，本研究丰富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感知

对员工行为影响的边界条件的研究。有学者在回

顾微观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时指出，现有关于在不

同的工作特征情境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个体

差异化的影响研究较为匮乏[5, 7]，本研究对这一研

究局限性也做出了回应。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较

高的多样性任务水平下，企业社会责任对个体解

释水平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强，从而促进其建言行

为。这进一步从工作特征的视角丰富了微观企业

社会责任边界因素的研究。 

    (三) 管理启示 

    首先，员工建言行为对于组织及时发现问题

以及健康高效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4]。研究表明

更高水平的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能促进其建

言行为。通过参与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例

如进行更多慈善捐赠行为[66]，参与更多教育与社

会福利活动，加强社区基础设施相关建设服务

等，企业可以进一步提高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

水平，从而促进其建言行为。同时，在研究中我

们发现，不同岗位、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员工的企

业社会责任感知及其建言行为均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而言，员工的岗位等级与员工的建言行为成

正相关，通过有效的岗位提升和岗位激励会积极

促进员工的建言行为。而员工较高的受教育程度

同样会促进员工的建言行为，因此，全面提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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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培训以及促进员工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有助于

激发员工的建言行为。 

    其次，我们发现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通过

提高员工的解释水平来促进员工建言行为。通过

提升员工的解释水平，可以促进其建言行为。例

如研究表明，特定的工作场所沟通方式(更多文

字沟通而非图像沟通)[67]可以提高员工工作场

所的解释水平。同时，在工作中植入多元化文

化也可以提高员工的解释水平，从而促进员工的

建言行为。 

    最后，我们发现在企业社会责任实施过程

中，任务多样性可以进一步促进员工企业社会责

任感知对其解释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员

工的建言行为。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基础上，

可以通过轮岗等活动来增加员工任务的种类，

同时企业可以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排列工作顺序

的选择方案，进一步增加工作多样性[33]，从而加

强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于员工建言行为的促进

作用。 

    (四)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尽管我们使

用的上下级配对的三时点设计与微观企业社会

责任感知研究中常用的横截面设计相比具有优

势，但本研究仍然无法得出企业社会责任感知、

解释水平和建言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

究可以通过纵向设计或利用实验方法进一步测

试假设模型，并提供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其

建言行为影响机制的因果关系证据。第二，本文

是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研究。虽然我们的重

点不在文化维度，但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文化类

型会影响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其态度和行

为的作用机制[68]，未来可以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进

一步探讨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建言行为

的关系。第三，本研究虽然采用上级评价下级建

言行为的方式以减少共同方法偏差，但员工的企

业社会责任感知、解释水平以及任务多样性仍采

用自我报告的形式，数据的质量仍会受到社会称

许性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增加他评变

量的覆盖面，如将任务多样性作为工作特征层面

的变量，也可以采用领导评价以及同事评价方法

以进一步减少社会称许性对于数据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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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trual level theory, through utilizing 503 three-point leader-employee pairing data,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analyzes how employe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ception influences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 by improving their construal level, and further verifi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ask variety.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employe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ceptions exert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 The construal level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ceptions and voice 

behavior. Furthermore, the task varie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indirect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ceptions on voice behavior through increased constru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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